
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   2011 年  第 41 卷  第 9 期: 1211 ~ 1232 
 

www.scichina.com     earth.scichina.com 

 
英文引用格式: Chen J, Li G J. Geochemical studies on the source region of Asian dust. Sci China Earth Sci, 2011, 54: 1279–1301, doi: 10.1007/s11430-011-4269-z 

《中国科学》杂志社
SCIENCE CHINA PRESS

评 述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进展专栏 

亚洲风尘系统地球化学示踪研究 

陈骏*, 李高军† 
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 南京 210093 

* 联系人, E-mail: chenjun@nju.edu.cn; 

† 同等贡献, E-mail: ligaojun@nju.edu.cn 

收稿日期: 2011-01-27; 接受日期: 2011-07-0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批准号: 41021002)资助 

  

摘要    中国北方及其邻近的蒙古处于亚洲内陆, 气候干旱, 是全球重要的风尘释放中心之

一. 亚洲风尘物源研究对揭示风尘物质的产生与搬运机制、解读风尘沉积的古环境记录、预测

风尘的环境效应及指导当代沙尘治理都有重要意义. 本文总结了地球化学方法在亚洲风尘物

源研究中的应用. Nd-Sr 同位素示踪体系研究最为深入, 并取得了大量成功的应用. 碎屑单矿物

地球化学在理论上具有较大的示踪优势, 值得进一步研究. 物源研究指出中国黄土具有近源性

特征, 搬运方向与近地表盛行风向一致. 物源示踪还发现亚洲风尘最终来自青藏高原北缘和中

亚造山带物质, 进一步确认了造高山过程制造粉砂物质的重要性. 根据亚洲风尘物源示踪的最

新进展，文章针对现代风尘来源的自然背景与人为因素、亚洲风尘源区物质演化及其与气候变

化和青藏高原抬升的关系、以及青藏高原在亚洲风尘系统中的重要地位等问题展开讨论.  

关键词   

沙漠 

黄土 

亚洲风尘 

沙尘暴 

青藏高原  

  
 
 

中国北方及邻近的蒙古地处亚洲内陆(图 1(a), 

(b)), 加上周边高原和山脉对水汽的阻挡, 气候极端

干旱. 这里地表以砾漠、沙漠、沙地、干草原为主, 沙

尘天气频发, 是全球重要的粉尘释放中心之一[1]. 粉

尘释放后随大气环流向东或东南方向传输(图 1(a), 

(b)), 并常表现为东亚地区春季的沙尘暴. 沙尘本身

及其传输中吸附的污染物, 严重影响下风向人口密

集区大气环境, 并作为全球矿物气溶胶的重要组成, 

影响着全球水循环和能量平衡[4]. 亚洲风尘风化溶解

不但吸收大量大气CO2, 而且还是海陆生态系统中铁

和磷等营养元素的重要来源, 成为全球物质循环中

重要的一部分[5~7], 并可影响海水 Pb, Nd 和 Sr 同位素

记录的古气候解读[8~10]. 亚洲风尘在中国北方就近堆

积, 形成大面积的黄土(图 1(b)). 中国北方风成黄土

与北太平洋软泥和格陵兰冰芯中的亚洲风尘沉积一

起, 是研究古环境的良好材料[11~13].  

亚洲风尘物源研究在预报沙尘天气、治理现代沙

尘、评估风尘的环境影响、揭示风尘物质产生机制和

解读风尘沉积古环境记录方面皆有重要意义. 为减

少沙尘灾害, 我国建设了各层次防护林带, 实施了大

面积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 物源研究可以确定主要

的沙源及其迁移路线, 分辨当代沙尘暴来源的自然

背景和人为因子, 为我国沙尘治理提供参考. 风尘物

质的环境效应受控于其物理化学性质[4], 与物源密切

相关. 中国北方巨量的黄土堆积指示存在制造大量粉

砂物质的过程[14], 追踪黄土确切源区有助于识别粉砂

物质的产生机制及其与区域气候构造环境的关系. 源

区研究对解读风尘沉积古环境记录也至关重要. 风尘

沉积中古环境替代指标与源区迁移、粉尘搬运路线变

化、以及源区自身演化等因素密切相关[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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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亚洲风尘系统自然地理背景图 
(a) 北半球风尘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 红色、蓝色、绿色箭头指示分别以夏季、冬季和春季为主的风尘传播方向[1], 灰色箭头指示亚洲风尘

随西风急流长程传输. (b) 中国北方及邻近蒙古国南部自然地理背景. 1.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准格尔盆地); 2. 塔克拉玛干沙漠(塔里木盆地); 3. 

库姆塔格沙漠; 4. 柴达木盆地; 5. 三江源地区; 6. 青海湖、共和沙地; 7. 河西走廊; 8. 黑河(弱水河)冲积扇; 9. 巴丹吉林沙漠; 10. 腾格里沙漠; 

11. 戈壁沙漠 ; 12. 乌兰布和沙漠; 13. 库布齐沙漠; 14. 毛乌素沙漠(沙地); 15. 浑善达克沙地; 16. 科尔沁沙地; 17. 呼伦贝尔沙地. 地面盛

行风向据文献[2]. (c), (d) 黄土高原区域自然地理背景以及冰期(c)间冰期(d)粒度变化. 沙漠南界和≥20 µm 组分等值线据文献[3]; 空心圆、实 

心圆和红十字分别为黄土高原黄土、山西黄土和鄂尔多斯干旱区 Nd-Sr 同位素样点 

现代观测技术极大地促进了对亚洲风尘起源和

搬运过程的认识[15]. 台站记录表明, 亚洲沙尘天气多

发生在春季 3~5 月, 与冷锋活动有关[15]. 中国北方及

其邻近蒙古国南部的干旱区均有沙尘释放, 呈现出两

个多发区: 一个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 另一个为祁连

山与戈壁阿尔泰山之间广袤的干旱区[15]. 现代观测技

术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台站记录为静态半定量观测

(主要据目测能见度分浮尘、扬沙、沙尘暴、强沙尘暴

四等级), 分辨率低(3 h 一次), 很难整合地面站网信

息恢复单次沙尘产生, 运移和沉积的动态过程. 气团

移动路径和光谱型遥感只能显示沙尘传输路线, 不

能揭示传播路径中的物质交换. 光谱型遥感还受云

覆盖影响, 检测灵敏度低, 往往不能反映远距低浓度

沙尘传播. 最关键的是, 由于沙尘事件在源区、迁移

路线上差异巨大, 现代观测历史较短, 对揭示长时间

尺度平均沙尘过程有一定不确定性. 地质时期的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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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过程, 特别是冰期, 可能与当代大不相同.  

地球化学方法通过对比风尘物质与潜在源区的

地球化学特征, 揭示风尘与源区之间的物质关联性, 

备受风尘物源示踪研究者的青睐, 是示踪地质时期

风尘物源最主要的手段. 亚洲风尘物源示踪几乎应

用了所有常规的地球化学方法: Nd, Sr, Pb 和 Hf 等放

射性成因同位素、碳酸盐碳氧同位素、矿物和元素组

成、锆石单矿物定年、石英氧同位素、结晶度与电子

自旋共振信号强度、等等. 遗憾的是, 大多数方法都

直接来源一般性沉积物物源示踪研究，并没有仔细分

析应用在风尘系统示踪上的可靠性. 风力分选以及

沉积后的成壤成岩作用都会改变风尘物质的很多地

球化学特性. 因此, 很容易找出风尘沉积物与潜在源

区物质之间地球化学组成的不同之处, 但要指出其

物质关联性则较为困难. 不少研究在排除可能风尘

源区时都采用了地球化学方法, 而在圈定源区时则

没有提供相应的地球化学数据支持 [16,17]. 一般认为

不受表生过程影响或者表生影响可通过合理方法排

除的地球化学指标是最佳的风尘物源示踪方法. 另

外, 多数地球化学示踪研究集中于风尘沉积物, 没有

深入系统调查广大潜在源区的物质特征. 

本文从基本的地球化学原理出发, 总结现有亚

洲风尘物源示踪的各种地球化学方法, 并论述其可

靠性, 重点介绍几种相对可靠方法所取得的成果, 并

对一些关键问题提出新的看法和研究设想.  

1  地球化学示踪方法 

1.1  矿物含量 

亚洲风尘是大面积陆壳剥蚀的混合物, 其组成

包括上部陆壳各类矿物, 并以利于风力搬运的轻质

矿物和粘土矿物为主, 重矿物含量较少[18]. 

Biscaye 等[19]首先利用粘土矿物中的高岭石/绿

泥石比值区分格陵兰风尘中亚洲与其他风尘源区 . 

Shen 等[20]采用伊利石/高岭石和高岭石/绿泥石比值

研究中国北方大气悬浮物的物源. 粘土矿物示踪的

基本原理是, 不同地区土壤具有与当地气候条件平

衡的粘土矿物组成, 但应用到亚洲风尘物源示踪有 4

个明显的缺点: (1) 亚洲风尘潜在源区均处于半干旱-

干旱气候区, 在平衡条件下这里土壤粘土矿物组成

应该大致相当; (2) 潜在源区物质经过风力分选搬运, 

细粒级含量少, 不利于粘土矿物研究; (3) 粘土矿物

测量主要基于 X 射线衍射, 测量精度低, 很难捕捉到

潜在源区之间粘土矿物组成的微小差别; (4) 冰期-间

冰期气候变化可能会同时影响潜在源区和风尘沉积

的成壤作用强度, 从而改变粘土矿物组成.  

重矿物组合, 特别是抗机械破碎和化学风化的

重矿物组合, 是沉积物物源示踪的传统方法. 但是重

矿物之间密度差异很大, 可能存在严重的风力分选

过程 ,在风尘物源示踪中并未得到广泛应用 . 另外 , 

由于比重大, 风尘中重矿物可能来自于传播路径中

相对临近的物质源区, 与主量轻矿物的源区可能有

所不同. Maher 等[17]发现蒙古戈壁沙漠磁化率(磁性

重矿物含量)明显高于黄土高原黄土母质, 认为黄土

物源除戈壁沙漠外, 还参入了其他大面积源区的粉

尘物质. 通过测试中国北方干旱区大量样品发现, 在

28~75 m 粒级范围(成壤作用贡献小), 沙漠和沙地

磁化率普遍高于黄土母质. 由于磁性矿物比重大不

易吹走, 风力分选导致沙漠磁化率较高, 因此磁性重

矿物含量不是有效的物源示踪指标. 

轻矿物中石英、钾长石、斜长石抗风化较强, 密

度相当, 其组合可能是物源的参考指标. 我们基于干

旱区大量样品 XRD 测试发现, 石英、钾长石、斜长

石相对含量虽然总体上变化范围很大, 但各区域之

间没有系统性差别, 可能是因为分析基于全粒级样

品, 混合较差, 局部因素影响较大, 不能代表整个区

域的平均水平, 掩盖了区域之间的微小差别. 

幸运的是, 黄土高原黄土碳酸盐含量高, 弱淋滤

黄土层碳酸盐含量往往可达 10%以上(图 2), 可能指

示源区具有丰富的碳酸盐矿物. 研究表明, 潜在源区

和现代沙尘中的碳酸盐矿物含量变化巨大, 可以作

为潜在的物源示踪指标[22~24]. 碳酸盐矿物在分粒级

过程中容易粉粹细化, 含量分析主要基于全粒级样

品, 因此必须考虑到风力分选中的粒度效应. 另外, 

碳酸盐矿物不抗风化, 风化淋滤对其含量也有强烈

影响. 

土壤碳酸盐分原生碎屑和次生成壤两种. 显微

图像显示黄土高原黄土中存在大量原生方解石和白

云石, 而沙漠中碳酸盐颗粒更是以碎屑形态为主(图

3(a)~(e)). 黄土高原黄土中次生方解石包括胶膜和结

核等多种形态. 热力学计算和土壤溶液 Mg/Ca 测量

表明黄土中不能形成次生白云石, 只能形成次生方

解石(图 3(f)). 沙漠和黄土中白云石结晶度、碳氧同

位素显示白云石主要为原生碎屑成因(图 3(g),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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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黄土高原西峰黄土剖面碳酸盐矿物含量变化 
数据据文献[21, 22]; 总碳酸盐、方解石和白云石含量据醋酸溶解物

Ca 和 Mg 离子含量计算; 方解石/石英和白云石/石英比值为相应矿 

物 XRD 最强峰高比 

黄土次生方解石的 Ca 源可能来自碎屑碳酸盐溶

解, 也可能来自其他矿物溶解或者降水和地下水. 只

有原生碳酸盐或者次生碳酸盐中来自原生碳酸盐重

结晶的部分才能指示原始风尘的碳酸盐含量. 典型

的黄土堆积远高于地下水位, Ca 源不可能来自地下

水. 降水也不是重要的 Ca 源. 以西峰为例, 雨水 Ca

含量约 5.6 g g1[21]; 冰期降水可能为现代值的一半

左右, 约 300 mm a1[25], 风尘通量约 400 g m2 a1[26], 

降水中 Ca 可形成的方解石含量不到 0.5%. 另外，季

风降水多为夏季暴雨, 降水中 Ca 多数以径流方式被

带走. 黄土硅酸盐矿物风化微弱, 黄土-古土壤硅酸

盐组分 CaO 含量差约 0.3%[27], 冰期黄土的沉积速度

是间冰期古土壤的一倍以上[26], 且温度和降水量更

低[25], 推断黄土风化程度应不及古土壤的一半, 风化

释放的 CaO 则不到 0.3%, 所能形成的次生方解石不

超过 0.5%.  

Ca与Sr的地球化学行为类似, 可利用Sr同位素示

踪土壤碳酸盐的 Ca 源. 西峰地区现代蜗牛的 87Sr/86Sr

比值为0.71109, 与土壤溶液0.71117的 87Sr/86Sr比值接

近, 略大于降水比值 0.71086[21]. 不同地区和不同时

代蜗牛样品 87Sr/86Sr 比值在 0.71055~0.71117 之间, 

变化范围仅为 0.00062[21], 表明次生碳酸盐的 Sr(Ca)

源相当稳定 . 考虑极端情况下黄土碎屑碳酸盐
87Sr/86Sr 比值与平均海相碳酸盐一致，为 0.7077, 小

于黄土和所有潜在源区地表碳酸盐 [10]; 不考虑高
87Sr/86Sr 比值云母的优先风化[28], 黄土硅酸盐风化产物

的 87Sr/86Sr 比值与全硅酸盐组分一致为 0.7185[29]; 黄土

土壤溶液 87Sr/86Sr 比值为蜗牛 87Sr/86Sr 比值的最高端

0.71117, 可算出黄土土壤溶液中最多只有 32%的 Sr 来

自硅酸盐风化. 黄土碳酸盐 Ca/Sr 比值约 860 mol 

mol1[21], 硅酸盐Ca/Sr比值约140 mol mol1 [27], 可算出

土壤溶液中最多只有 7%的 Ca 来自硅酸盐风化. 因此, 

黄土次生碳酸盐主要来自原生碳酸盐溶解重结晶.  

综上所述, 黄土碳酸盐主要为碎屑方解石、碎屑

白云石和碎屑方解石重结晶而成的次生方解石. 考

虑到淋滤流失, 黄土高原黄土原始风尘碳酸盐总量

应>10%, 方解石含量>8%, 白云石含量>2.5%. 分粒

级实验表明方解石/总碳酸盐和白云石的细粒级富集

因子分别<4 和<2[21], 推断出黄土高原黄土源区物质

碳酸盐总含量应>2.5%, 方解石含量>2%, 白云石含

量>1.2%, 对应 XRD 方解石/石英最强峰比值>0.05, 

白云石/石英最强峰比值>0.02(图 2).  

1.2  元素地球化学 

经过多阶段风化沉积循环, 风尘物质已被很好

地混合, 潜在源区之间大多数元素组成变化并不明

显. 很多研究者利用 REE 配分模式证明黄土物质均

匀和风成来源. 其实，大多的陆壳碎屑物质都会表现

为相似的轻稀土元素富集、重稀土平坦和 Eu 负异常

的特征. 由于大多数元素在主要造岩矿物中含量差

别很大, 地壳中元素分异本质为矿物分异. 矿物分异

包括岩浆结晶过程、风化-沉积循环等等. 风尘搬运过

程和沉积成壤作用也涉及矿物分异. 这些分异过程

涉及的矿物种类往往有对应关系, 如岩浆分异的鲍

温序列和风化作用的逆鲍温序列, 风化-沉积循环产

生粘土矿物而风力分选也优先搬运细粒粘土矿物 . 

因此, 从原理上大部分元素地球化学指标都难用于风

尘物源示踪. 当然, 有些元素或元素对的矿物分异不

明显, 以稀土元素最为典型, 其在陆壳中本身的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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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黄土与潜在源区物质中原生与次生碳酸盐矿物综合判断 
资料据文献[21, 22]. (a), (b) 黄土高原环县黄土(a)与塔克拉玛干沙漠沙(b)碎屑方解石电子探针二次电子图像; (c), (e) 黄土高原曹岘黄土(c)、

西峰黄土(d)与塔克拉玛干沙漠沙(e)碎屑白云石扫描电镜图像; (f) 土壤次生碳酸盐矿物形成热力学图解; (g) XRD 鉴别结晶白云石和原白云 

石; (h) 潜在源区物质与黄土白云石碳氧同位素组成 

也就不大. 另外, 元素测试本身误差较大, 区分各个

潜在源区地表物质之间细微的元素地球化学差别比

较困难. 元素地球化学通常用以区别差别巨大的物

源, 如沉积物的岛弧与大陆地壳来源, 岩浆的壳源与

幔源. 在区分北太平洋软泥沉积中的亚洲风尘和火

山灰时有比较成功的应用[30].  

1.3  Nd-Sr 同位素 

Nd-Sr 同位素是风尘物源示踪最常用的方法, 研

究程度也最高[31]. 由于年轻的火山灰与年老的大陆

地壳物质 Nd-Sr 同位素差异巨大, Nd-Sr 同位素最先

用于区分北太平洋沉积物中亚洲风尘和火山灰 [32]. 

后来的亚洲风尘示踪研究也多沿用了 Nd-Sr 同位素

示踪体系, 并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和经验[31].  

Sr 同位素组成表示为 87Sr/86Sr 原子数比值. 87Sr

和 86Sr 均为稳定核素. 87Rb 的衰变产物为 87Sr, 半衰

期 48 Ga, 使 87Sr/86Sr 比值发生变化. 地壳 Rb/Sr 比值

较高, 导致地壳 87Sr/86Sr 比值随时间逐渐高于地幔

(图 4). 地壳物质再循环也会改变 Rb/Sr 比值, 从而影

响 Sr 同位素演化. Rb 与 K 性质相似, Sr 与 Ca 性质相

似, 含 K 矿物比含 Ca 矿物更难风化[33], 且 K 和 Rb

同属大半径离子, 风化后存留在粘土矿物中, 而 Ca

和 Sr 则溶解进入海洋, 和热液(地幔)来源的 Sr 一起

沉淀为碳酸盐. 大部分海洋碳酸盐形成于陆架并最

终成为沉积地层, 只有小部分碳酸盐经俯冲变质回

到地壳硅酸盐体系.  

Nd 同位素组成表示为 143Nd/144Nd 原子数比值, 
143Nd 和 144Nd 均为稳定核素. 147Sm 的衰变产物为
143Nd, 半衰期 106 Ga, 使 143Nd/144Nd 比值发生变化. 

与 Sr 同位素体系不同, 地壳从地幔分异时, 相对富

集轻稀土元素, Sm/Nd 比值较低, 导致 143Nd/144Nd 比

值随时间逐渐低于地幔(图 4). 由于 143Nd/144Nd 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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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地球主要储库 Nd-Sr 同位素演化示意图 

变化范围小, Nd 同位素一般表示为相对于现代球粒

陨石 143Nd/144Nd 比值(0.512638)的万分偏差:  

143 144 143 144
       

Nd 143 144

( Nd/ Nd) ( Nd/ Nd)              
10000,

( Nd/ Nd)          



   

地壳 143Nd/144Nd 比值小于整体地球(球粒陨石), 对应

Nd 值为负, 且壳幔分异年龄越老, Nd 值越负. 由于

Sm 和 Nd 同属临近稀土元素, 性质相似, 且在风化沉

积过程中不活跃, 地壳物质再循环对其 Sm/Nd 比值

影响不大. 因此, 地壳物质 143Nd/144Nd 比值主要受控

于壳幔分异年龄(图 4).  

亚洲风尘 Sr 同位素一定程度上受风力分选和风

化作用的双重影响. 风力分选优先搬运细颗粒粘土

矿物, 而粘土矿物 Rb/Sr 和 87Sr/86Sr 比值较高. 风化

过程中碳酸盐矿物的优先淋滤也使残留的风尘沉积

物 87Sr/86Sr 上升[34]. 由于 Sm 和 Nd 同属临近稀土元

素, 不同矿物之间 Sm/Nd 比值和Nd 值相当, 一般认

为矿物分异不影响 Nd 同位素组成. 但是, 黄土硅酸

盐组分Nd 值似乎比全岩或者碳酸盐组分略低(表 1), 

可能是由于海水幔源高Nd 值加入, 海相碳酸盐Nd 值

高于平均大陆岩石. 

为排除风力分选和风化成壤过程中矿物分异的

影响, Nd-Sr 同位素物源示踪一般基于同一粒级较稳 

表 1  黄土全岩或碳酸盐组分与硅酸盐组分 Nd 同位素组成

比较 

样品地点 
全岩或碳酸盐组分 

 
硅酸盐组分 

Nd值 参考文献 Nd值 参考文献

兰州 
9.6 [32]  10.8 [35] 
9.1 [36]  11.1 [36] 

   11.3 [37] 
西宁 9.8~10.3 [34]  11.1 [21] 
南京 10.2 [38]  11.1 [21] 
北京 10.3 [36]  11.5 [36] 

黄土高原多个剖面 7.7~8.9 [9]  9.8~11.1 [9] 
黄土高原西峰剖面 9.6~10.1 [34]  10.6 [29] 

山西 10.3~10.6 [34]  11.0~12.0 [29] 

 
定的硅酸盐组分. 硅酸盐组分提取采用弱酸选择性

滤除样品中的碳酸盐矿物. 根据黄土和远距传输亚

洲风尘的粒度范围, Chen 等[39]把潜在源区样品分为 

<75 m 和<5 m 两个粒级. 粒度效应主要体现在<2 

m 粒级, 其 87Sr/86Sr 比值比全粒级高出一般不超过

0.006, 其余粒级 Sr 同位素组成与全岩相当[39]. 黄土

<2 m组分含量<15%, Sr含量是其他粒级的 2/3左右. 

极端情况下, <2 m 含量变化范围为 0~15%, 粒度变

化对黄土硅酸盐组分 87Sr/86Sr 比值的影响<0.001, 远

小于潜在源区物质 Sr 同位素的变化范围[39], 因而对

Sr 同位素物源示踪影响不大. 值得注意的是, 有研究

者非常谨慎地考虑到中高空长距离搬运风尘颗粒粒

级主要<20 m, 故选用<20 m 组分的 Sr 同位素研究

黄土物源[16], 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因为<2 m 颗粒在

<20 m组分中的变率可能要比在<75 m组分或者全

岩中的变率大得多[40], 增加了粒度变化对 Sr 同位素

示踪的影响.  

1.4  其他放射性成因同位素体系 

除 Nd 和 Sr 同位素外, Pb, Hf 和 Os 同位素也可

用于亚洲风尘物源示踪 . 由于 U-Pb 和 Lu-Hf 与

Sm-Nd 同位素体系的相似性, 地壳物质的 Pb 同位素

和Hf同位素往往与Nd同位素强相关[41,42], 在原理上

不具有更多的示踪优势. 但是 MC-ICP-MS 的广泛应

用使 Pb 和 Hf 同位素测试非常快捷. 另外, 176Lu 的半

衰期(37 Ga)比 147Sm(106 Ga)短, Hf 同位素在地壳中

的变率约是 Nd 同位素两倍, 有利于区分潜在物源区

之间的差异. 由于 Lu-Hf 元素地球化学性质差异大于

同属相邻稀土元素的 Sm-Nd, 各矿物之间 Lu/Hf 比值

差别巨大, 特别是 Zr 和 Hf 性质相似导致锆石强烈富

样品 球粒陨石 

球粒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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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Hf, 锆石风力分选会影响 Hf 同位素组成. 亚洲风

尘 Pb 同位素研究主要基于风尘沉积物[8,19,43,44], 直到

最近才有研究测量了中国北方干旱区地表物质的 Pb

同位素组成[45]. 需要注意的是, 人类排放 Pb 可能会

影响现代风尘和潜在源区地表物质的 Pb 同位素组

成, Pb 同位素也容易受到沉积循环改造, 需要谨慎应

用 [31]. 由于测量困难, 只有少量关于亚洲风尘物质

的 Os 同位素报道[46,47]. 黄土高原黄土的 187Os/188Os

比值在 0.88~1.21 之间, 与塔克拉玛干沙漠差别明显

(1.29±0.08), 而与腾格里沙漠接近[46,47]. 由于有机质

强烈富集 Re, Os 同位素受有机地层风化和有机质含

量影响较大, Os 同位素的物源示踪意义还需进一步

研究.  

1.5  单矿物地球化学 

近年来单颗粒锆石 U-Pb 定年技术飞速发展, 并

快速应用于各类沉积物的物源示踪. 锆石在表生循

环中非常稳定, U-Pb 同位素体系较为封闭, 物源指示

明确. 单颗粒锆石 U-Pb 定年示踪技术通过测量和对

比沉积物和潜在源区物质大量锆石颗粒的年龄分布

谱, 从而圈定源区. 相对于Nd, Sr 和 Pb等同位素提供

的平均信号, 锆石年龄谱可反映源区多阶段的造岩信

息, 具有更大的示踪优势. 谢静等[48]和 Stevens 等[49]

发现中国北方数个沙漠之间锆石年龄谱差异明显, 具

有区分各潜在风尘源区的能力. 然而, 锆石年龄谱示

踪风尘物源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1) 锆石挑选和测

试程序繁琐耗时, 在一个沙漠或地区需要测量上百个

锆石颗粒, 测试成本高, 而黄土重矿物含量少, 往往

需要数公斤样品, 样品量大; (2) 作为重矿物, 黄土

中锆石可能来自上风向附近地区, 不能代表平均物

源信息; (3) 同样由于比重大, 潜在源区锆石混合可

能不充分, 样品的局部性强; (4) 远距传输亚洲风尘

的粒径大多<5 m, 无法开展锆石定年工作; (5) 锆石

定年还受到次生生长、褪晶化等因素影响, 在选择合

适的定年颗粒以及颗粒中定年位置时, 人为因素很大.  

碳酸盐矿物的元素组成也可能具有物源示踪功

能. 电子探针测试表明黄土和潜在源区碎屑碳酸盐

中 Mn 含量都较高[21]. 碎屑碳酸盐风化溶解释放出的

Mn2+在氧化条件下迅速沉淀, 氧化态 Mn4+在方解石

中的配分系数<<1, 导致次生方解石几乎不含 Mn(图

5(a)). 黄土中碳酸盐结合态Mn主要来自原生碳酸盐. 

Mg 与 Mn 的情况类似. 方解石 Mg 配分系数<<1, 且

黄土中没有次生白云石形成, 白云石溶解释放出的

Mg 全部流失. 考虑到原生方解石 Mg 含量也很低, 

黄土中碳酸盐结合态 Mg 主要来自白云石. 黄土-古

土壤碳酸盐结合态 Mn 与白云石含量(碳酸盐结合态

Mg)显著正相关(图 5(b)), 表明白云石风化和以原生

方解石为主的原生碳酸盐风化一致, 风化作用不会

影响原生碳酸盐中白云石的比例 . 黄土 -古土壤

Mn/Ca 比值与 Mg/Ca 比值显著正相关(图 5(a)), 反映

原生碳酸盐和次生碳酸盐混合, 其低比值端趋近纯

次生碳酸盐, 高比值端趋近原生碳酸盐.  

石英作为上部陆壳中最主要的矿物, 最先受到

风尘物源示踪研究的关注. Rex 等[50]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通过石英氧同位素分析, 发现夏威夷土壤和北

太平洋软泥中的石英来自大陆风尘. 调查发现中国北

方沙漠石英氧同位素、结晶度和电子自旋共振信号强

度有明显的区域变化, 具有一定的物源指示意义[51,52]. 

但石英在提纯过程中经过焦硫酸盐高温熔融等强化

学处理, 其地球化学信号可能受到前处理的影响. 石

英氧同位素、结晶度和电子自旋共振信号强度变化的

一些机理及影响因素也不甚清楚, 需要进一步研究. 

 

 

图 5  黄土高原黄土与潜在源区物质碳酸盐微量元素(a)以及白云石与碳酸盐结合态 Mn 含量(b)相关图 
数据据文献[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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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潜在源区物质的地球化学差异性 

潜在源区物质的地球化学差异性是风尘物源地

球化学示踪的基础. 幸运的是, 受物质剥蚀区地质背

景控制, 多项地球化学示踪指标在各潜在源区之间

差异明显. 对潜在源区地球化学分区特征的认识是

最近几年最重要的进展之一.  

潜在源区物质碳酸盐矿物含量、特别是白云石含

量变化明显. 只在塔里木干旱区、祁连山两麓干旱

区、阿拉善干旱区、柴达木干旱区、三江源地区以及

黄河沉积物和北京附近河流沉积物中检测到了白云

石. 干旱区白云石含量分布与周边剥蚀区白云石地

层出露面积密切相关(图 6)[22].  

碳酸盐 Mg/Ca 和 Mn/Ca 比值还可以进一步区分

高碳酸盐含量的潜在源区(图 5(a)). 祁连山-戈壁阿尔

泰山之间干旱区表面物质碳酸盐的 Mg/Ca 和 Mn/Ca

比值较高; 塔里木干旱区 Mn/Ca 比值较低而 Mg/Ca

比值高; 柴达木干旱区Mg/Ca和Mn/Ca比值趋中; 鄂

尔多斯干旱区和共和沙地 Mn/Ca 比值较高而 Mg/Ca

比值偏低. Mg/Ca 比值高对应碳酸盐中白云石含量高. 

Mn/Ca 比值的变化可能与剥蚀区碳酸盐地层的化学

组成有关. 

中国北方沙漠和沙地石英氧同位素、结晶度和电

子自旋共振信号强度也有明显的区域变化. 巴丹吉

林沙漠比中国东北浑善达克沙地和呼伦贝尔沙地石

英18O 值偏高[51], 但还未见关于其他干旱区石英氧

同位素组成的系统研究成果报道. 石英结晶度和电

子自旋共振信号强度更明显地显示了各潜在源区之

间的系统差别[52]. 特别的是，石英结晶度和电子自旋

共振信号强度相结合可以清晰地区分塔克拉玛干沙

漠、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和戈壁沙漠四大沙尘

源区[52].  

长久以来, 亚洲风尘潜在源区物质 Nd-Sr 同位素

研究较少, 且前处理方法各不相同. 最近我们研究组

系统调查了潜在源区地表物质<75 m 和<5 m 粒级

硅酸盐组分的Nd-Sr同位素特征[39]. 样品主要为风成

沙和河流沙, 覆盖了中国北方大部分干旱区(图 7d). 

风成沙和河流沙经过风力和水力充分混合, 其细粒

级组分可代表较大区域的平均成分. 调查发现潜在

源区 Nd-Sr 同位素组成变化大, 呈现明显的区域特征, 

并可分为鄂尔多斯干旱区、北部干旱区(中国北方边

界中亚造山带周边)、祁连两麓干旱区、青藏高原干

旱区、阿拉善干旱区和塔里木干旱区六大区域(图 7(a), 

(b)). Nd 同位素分布与前期零星工作一致[19,35,37,53~57], 

由于采取了一致的前处理, Sr 同位素分布范围比早期

工作集中. Nd-Sr 同位素分区特征明显受构造背景控

制 , 与潜在源区周边山地剥蚀区平均成分有关(图

7(d)). 例如鄂尔多斯干旱区位于古老的华北克拉通, 

Nd 值最低; 北部干旱区Nd 值最高, 反映中亚造山带

高Nd 值剥蚀物.  

潜在源区物质<5 m 组分 87Sr/86Sr 比值比<75 m

组分整体偏高, 而Nd 值与<75 m 组分接近, 进一步

证实了粒度对 Sr 同位素的影响(图 7(c)). 值得注意的

是, 青海湖中心全新世沉积物平均 87Sr/86Sr为 0.7182, 

Nd 为10.6, 与流入青海湖的布哈河河沙(Nd=14.3)

差别巨大, 而与周边风成黄土类似[21]. Jin 等[58]通过

元素地球化学分析也发现青海湖沉积物 65%来自风

尘物质, 且湖中心风尘比例更大. 鄂尔多斯干旱区很

多样品全粒级组分的Nd 值 <20[37, 56], 比<75 m 组

分偏低(图 7(a)). Rao 等[59]发现毛乌素沙漠细粒级组

分Nd 值比粗粒级组分高 2~4, 可能由外源细粒高Nd

值风尘加入造成. 鄂尔多斯干旱区与黄土高原相接, 

虽受地貌气候条件限制未形成大片黄土堆积, 但也

应有大量细粒级风尘物质加入, 并具有黄土高原黄

土的 Nd-Sr 同位素特征(Nd 值约10.2). 

谢静等[48]通过锆石年龄谱发现蒙古中南部沙样

来自中亚造山带, 浑善达克沙地沙来自中亚造山带

和华北克拉通的燕山褶皱带[48], 出色地证明了处于

地貌低地的沙地物质来自周边山地. 东北沙地中呼

伦贝尔沙地完全处于中亚造山带, Nd较高, 而浑善达

克和科尔沁沙地Nd 偏低, Nd-Sr 同位素趋势指向华北

地块的鄂尔多斯干旱区(图 7), 似乎也暗示在中亚造

山带的基础上, 有南部华北地块燕山褶皱带物质的

加入. 

李锋[45]系统测量了中国北方干旱区物质的Pb同位

素组成, 发现Pb同位素具有与Nd同位素类似的分区特

征: 毛乌素沙地具有最低 206Pb/204Pb、207Pb/204Pb 和
208Pb/204Pb 值, 塔克拉玛干沙漠具有最高的 206Pb/204Pb, 
207Pb/204Pb 和 208Pb/204Pb 值, 其他地区介于两者之间.  

潜在源区碳酸盐矿物含量与元素组成、同一粒级

硅酸盐组分 Nd-Sr 同位素、石英结晶度与电子自旋共

振信号强度的系统调查，证实了其可很好地示踪亚洲

风尘物源区: (1) 样品几乎覆盖了亚洲风尘所有的潜

在源区; (2) 各潜在源区之间地球化学示踪指标变化 



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   2011 年  第 41 卷  第 9 期 
 

1219 

 

图 6  潜在源区物质与黄土碳酸盐矿物含量空间分布 
数据据文献[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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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大于测试误差, 并可分为多个区域; (3) 地球化学

示踪指标分区特征明显受构造控制, 在源区没有大

规模晚新生代岩浆活动和晚新生代岩浆岩暴露的情

况下，地球化学示踪指标分区特征至少在亚构造时间

尺度上相对稳定, 从而可利用潜在源区现代的地球

化学特征示踪地质历史时期的风尘物源; (4) 构造控

制还导致地球化学示踪指标在相同构造背景下较大

区域内相对稳定, 每个潜在源区可用少数风成沙和

河流沙样品为代表, 避免了需要大面积网格采样.  

3  亚洲风尘物源研究新进展 

3.1  黄土高原黄土物源 

黄土高原巨厚黄土堆积及其清晰的黄土-古土壤

旋回, 蕴含着丰富的古气候信息[11], 是风尘物源研究

的重点. 中国科学家在黄土高原不断发现更老的风

尘堆积, 并逐步追索到晚渐新世, 为研究青藏高原隆

升过程及其区域环境响应、亚洲内陆干旱化和亚洲季

风气候的形成演化提供了宝贵的材料[60~62], 并发展

了大量的古气候替代指标, 包括反映夏季风强度的

磁化率[63]、反映搬运风力的粒度与 Zr/Rb 比值[40,64]、

反映源区干旱化程度的沉积通量[26]、反映植被类型和

季风降水的次生碳酸盐碳氧同位素记录[25,65]、以及反

映风化成壤作用 Rb/Sr 比值、Mg/Al 比值等[66,67]. 众

多指标都是基于物源稳定的假设, 认为指标要么反

映搬运过程的变化, 要么反映沉积后的风化成壤作

用, 对于物源的研究是上述指标研究结果可靠性的

基石. 

刘东生[11]根据黄土粒度从北到南逐渐变细的规

律, 并结合现代盛行风向, 推测黄土高原黄土来源于

其北部和西北部广阔的干旱区. Bowler 等[68]据柴达

木大量的松散雅丹沉积物主张柴达木盆地是黄土高

原的重要粉尘源区. 早期 Nd-Sr 同位素地球化学研究

发现黄土高原黄土与塔克拉玛干沙漠可能具有物质

联系[55]. Liu 等[69]、Derbyshire 等[70]和 Ji 等[71]基于野

外观察、少量沉积学和地球化学线索以及伊利石类型

和结晶度认为祁连山北麓大量的山麓冲积物是黄土

高原黄土的重要物源. Sun[16]认为黄土高原黄土的物

源区不是中国西部三大内陆盆地(准格尔盆地、塔里

木盆地、柴达木盆地), 而在中蒙交界的戈壁沙漠及其

以南的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

库布齐沙漠和毛乌素沙漠.  

近年来，一系列研究对黄土高原黄土物源的认识

趋于一致. Chen 等[39]和 Li 等[29]研究发现黄土高原黄

土 Nd-Sr 同位素组成与阿拉善干旱区接近(图 8). 另

外考虑到柴达木盆地白云石主要为原白云石(图 3(g), 

(h)), 只有塔里木干旱区、祁连两麓干旱区和阿拉善

干旱区碳酸盐总含量>2.5%, XRD 方解石/石英最强

峰比值>0.05, 白云石 /石英最强峰比值>0.02(图 6), 

满足黄土高原黄土源区碳酸盐矿物含量特征[22]. 黄

土-古土壤 Mn/Ca 比值与 Mg/Ca 比值正相关的高比值

端趋近原生碳酸盐(图 5(a)), 指向祁连山-戈壁阿尔泰

山之间的干旱区. 石英结晶度和电子自旋共振信号

指示黄土高原黄土的主源区为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

沙漠和蒙古国南部戈壁沙漠[73]. 因此, 黄土高原黄土

主要来自祁连山与戈壁阿尔泰山之间广袤的干旱区, 

最终来自祁连山与戈壁阿尔泰山的剥蚀物. 

Stevens 等[49]发现黄土的锆石年龄谱与所研究的

任何一个潜在源区都不吻合, 同时具有中国西北和

东北的物质特征. 由于中国东北沙地也主要由中亚

造山带贡献 [39,48], 因此可以预期黄土高原黄土锆石

同时具有中国西北(祁连山)和东北(中亚造山带)的年

龄谱特征. 由于 Stevens 等[49]研究所用的腾格里沙漠

样品靠沙漠南缘, 主要由祁连物质贡献[74], 与黄土高

原黄土的整体物源区可能不尽相同. 

最近, Yang 和 Ding[3]据粒度等值线推断毛乌素

沙漠是黄土高原黄土的主要源区, 并认为夏季风强

度控制了毛乌素沙漠的扩张程度, 从而通过搬运距

离变化导致黄土粒度空间梯度的冰期-间冰期变化

(图 1(c), (d)), 与粒度受冬季风强度控制的传统观点

不一致[40]. 一般认为冬夏季风在轨道时间尺度上为

此消彼长的关系, 粒度时间序列本身不能区分这两

种截然不同的机制. 据沙漠扩展控制粒度假说, 黄土

高原北部冰期黄土 60%以上物质由鄂尔多斯干旱区

贡献[21]. 鄂尔多斯干旱区物质Nd 极低, 如其贡献了

60%以上黄土物质, 黄土中非鄂尔多斯来源物质的

Nd 则会极高, 没有一处潜在源区可以满足此特征(图

8(a)). 此外, 黄土高原黄土 Nd-Sr 同位素在空间上的

高度一致表明等比例物源混合不太可能(图 8(a)). 值

得关注的是, 黄土高原北部边缘榆林剖面末次冰盛期

有沙层, 是冰期毛乌素沙漠扩张的结果. 沙层中没有

检测到白云石, 表明确实为毛乌素沙漠扩张所致[22]. 

但是黄土高原冰期黄土普遍存在大量的白云石[22], 表

明冰期黄土主要来自具有白云石的源区, 毛乌素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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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黄土和北京附近现代沙尘硅酸盐组分 Nd-Sr 同位素(a)及样点(b) 
准格尔南缘以及塔里木南缘、河西走廊、中国东北部分数据据文献[37], 黄海现代沙尘数据据文献[72], 其余数据据文献[21, 29, 39]; 蓝色箭

头显示黄土高原黄土中存在不同比例鄂尔多斯物质情况下非鄂尔多斯来源物质的平均 Nd-Sr 同位素组成, 红色曲线为各风尘端元混合等步 

长混合线[21]. 图(b)中箭头为据 Nd-Sr 同位素对比和地面盛行风向[2]恢复的黄土物质搬运路线; 北京现代沙尘暴路径据文献[29] 

扩张对黄土高原风尘贡献有限. 李峰[45]对中国北方

黄土源区的 Pb 同位素研究也表明毛乌素沙漠与黄土

高原黄土差异非常明显. 鄂尔多斯干旱区不是黄土

高原黄土的主源区可能是因为没有大型的山脉, 缺

乏相应的高山过程产生大量的粉砂物质[16]. 当然，祁

连山-戈壁阿尔泰山之间干旱区物质可先向东中转至

鄂尔多斯干旱区(所谓动力学物源区), 然后再向南搬

到黄土高原. 但是，搬运方向的变化缺少证据, 且经

过鄂尔多斯干旱区中转, 很难保证不加入中转区的

物质信息. 而且, 如果鄂尔多斯干旱区是中转站, 且

沙尘释放与夏季风控制的沙漠进退有关, 那么在全

新世, 鄂尔多斯干旱区南部应该有大量的风尘物质未

被运走, 从而堆积大面积厚层的黄土, 与实际不符. 

因此，黄土高原黄土主要直接搬运自祁连山-戈壁阿

尔泰山之间广袤的干旱区, 西北向传播路线也能导

致黄土高原东西向粒度等值线(图 9). 沙尘释放通常

与强低压槽系统和冷空气爆发有关, 并伴随冷锋气

旋向东南方向移动[15]. 沙尘搬运的北支更靠近低压 
 

 

图 9  黄土高原风向与粒度关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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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中心, 气压梯度更大, 地转风更强, 大气层结更不

稳定, 垂直湍流更强, 从而搬运更多粗颗粒物质, 粗

颗粒物质可传播更远, 从而产生东西向粒度等值线

(图 9).   

3.2  中国黄土物源近源性 

李高军等[21,29]对中国各地黄土开展了大量测试

(图 10), 发现中国北方从西到东 9 个剖面黄土 Nd-Sr

同位素组成在冰期-间冰期尺度上的相对稳定, 从而

可利用少数样品代替整个黄土序列, 至少适用末次

间冰期以来的黄土序列. 中国北方黄土 Nd-Sr 同位素

组成区域特征明显, 其整体变化范围小于潜在源区

物质(图 8(a)), 反映不是所有潜在源区都有物源贡献, 

而且风尘物质在起沙和搬运过程中混合充分, 增加了

黄土的均一性. 李高军等[21,29]所测黄土 Nd 同位素组

成与前人零星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Sr 同位素也与前人

研究中基于硅酸盐组分的结果一致[9,32,34~38,55,56]. 需要

注意的是, Nakano 等[37]报道的北京黄土和大同黄土

的 εNd值明显比 Li 等[29]测试结果偏低, 与北京地区河

流沙和二次沉积黄土的Nd-Sr同位素组成一致[21]. 如

细查其采样点, 发现样品可能均在谷地, 一般公路沿

河走, 采样方便, 容易采到谷地二次次生沉积的黄土.  

黄土与潜在源区 Nd-Sr 同位素对比指示中国黄

土均来自其上风向临近干旱区(图 8), 具有近源性, 

与黄土含大量粉砂颗粒契合, 所揭示的风尘搬运路

线与地面盛行风向一致[2]: 伊犁黄土与天山剥蚀物类

似; 塔里木盆地和准格尔盆地南缘黄土分别来自塔

克拉玛干沙漠和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青藏高原三江 
 

 

图 10  环县剖面黄土-古土壤硅酸盐组分 Nd-Sr 同位素变化

据文献[29] 

源黄土来自本地沙区; 祁连东南缘黄土来自柴达木

和祁连山南麓; 河西走廊黄土与祁连山北麓冲积物

一致; 陕甘黄土高原黄土来自其西北上风向祁连山

与戈壁阿尔泰山之间的广袤干旱区; 山西黄土物源

与陕甘黄土接近, 并在搬运过程中叠加了邻近上风

向鄂尔多斯干旱区少量物质; 东北黄土与浑善达克

沙地和科尔沁沙地物质特征接近; 北京黄土处于山

西黄土和东北黄土之间, 物源也为此两处黄土物源

的混合.  

秦安中新世黄土 Nd-Sr 同位素组成与黄土高原

黄土类似, 且呈现负相关关系(图 11). 秦安中新世黄

土剖面底砾层粉砂粒级组分 Nd-Sr 同位素与祁连山

物质接近, 指示秦安盆地本地物源特征. 紧接底砾层

之上的青灰色细质湖相沉积以及中新世黄土下部与

底砾层 Nd-Sr 同位素差别明显, 指示风成来源, 支持

Guo 等[61]对秦安中新世沉积物的风成解释.  

3.3  现代风尘来源的自然背景与人为因子 

总结近年来亚洲多处现代风尘硅酸盐组分的

Nd-Sr同位素数据可发现(图 12)[29,37,72,75,76]: 同一地点

不同沙尘事件的 Nd-Sr 同位素组成变化较大 (图

12(b)), 与沙尘事件之间起源区和传播路径的不同有

关[21]; 同一次沙尘过程不同地点风尘的Nd-Sr同位素

变化也很明显(图 12(c)), 与源区不均一性和风尘传

播路径过程中的物质混染有关[21]. 塔里木盆地边缘

(策勒、阿克苏、敦煌)和额济纳旗沙尘的 87Sr/86Sr 比

值分别比塔里木干旱区和阿拉善干旱区偏高 (图

12(d)). 策勒、阿克苏、敦煌和额济纳旗均处于干旱

区边缘河流冲积物上. 河流冲积物粒度较细, 从而导

致本地沙尘暴 87Sr/86Sr 偏高 . 另外 , 干旱区样品

Nd-Sr 同位素基于<75 m 组分, 由湿筛分离, 包括

<75 m 组分中所有颗粒. 由于<75 m 组分中较细颗

粒更容易扬起, 虽然沙尘暴大多颗粒也为<75 m 组

分 , 但<75 m 组分中细颗粒可能偏多 , 也可导致
87Sr/86Sr 比值偏高.  

Liu 等[78]早在 1982 年就将现代沙尘天气与黄土

堆积联系起来. 对比现代沙尘和黄土 Nd-Sr 同位素发

现(图 12(d)), 塔里木盆地周边策勒、阿克苏、敦煌现

代风尘 εNd 值与塔里木盆地南缘黄土一致而 87Sr/86Sr

比值偏高. 这可能由于风尘中粗颗粒更先沉降为黄

土, 黄土粒度比大气风尘颗粒偏粗而 87Sr/86Sr 偏低. 

银川和沙坡头现代沙尘 Nd-Sr 同位素组成与阿拉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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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秦安中新世黄土硅酸盐组分 Nd-Sr 同位素组成 
数据据文献[21] 

 

图 12  现代风尘样点(a)及其硅酸盐 Nd-Sr 同位素时(b)空(c)变化并与黄土对比(d) 
南京、张家口现代风尘以及黄土数据据文献[21, 29, 39], 其余数据据文献[75, 77] 

干旱区物质和黄土高原黄土一致(图 12(d)), 阿拉善

物质向黄土高原运输经过银川和沙坡头, 再次证实

了黄土高原黄土与阿拉善干旱区之间的物质联系.  

作为首都, 北京沙尘暴倍受关注. 北京周边黄土

Nd-Sr 同位素组成处于东北黄土与黄土高原和山西黄

土之间, 指示北京风尘的自然物源为北部干旱区和



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   2011 年  第 41 卷  第 9 期 
 

1225 

祁连-戈壁阿尔泰干旱区的混合(图 8(a)), 对应西北偏

北和西北偏西搬运路线(图 8(b)). 虽然北京现代沙尘

气团与黄土搬运路线相当(图 8(b)), 其Nd值却明显比

黄土低, 更靠近北京附近干旱区和鄂尔多干旱区的

特征, 指示北京现代风尘物源与地质时期(自然背景)

有较大差别. 鄂尔多斯干旱区和北京附近干旱区物

质加入比例与风尘路径有关(图 8(b)): 2006 年 4 月 17

日尘暴路径为西北偏西, 抵达北京前经过鄂尔多斯

干旱区边缘, Nd-Sr 同位素最靠近鄂尔多斯干旱区特

征, Lee 等[72]于 2006 年 4 月 22~26 日在黄海海面也可

能接收到了此次尘暴鄂尔多斯物质的 Nd-Sr 同位素

信息(图 8(a)); 2008年 3 月 18 日沙尘起源于北京正北, 

未经过鄂尔多斯地区, 主要为北京附近干旱区物质

加入; 2007 年 5 月 25 日和 2007 年 3 月 31 日沙尘路

线居中, 鄂尔多斯干旱区和北京附近干旱区均有物

质加入, 其中 2007 年 5 月 25 日路线更偏西, 鄂尔多

斯干旱区物质加入比例更大. 白云石含量可为北京

现代风尘物源提供佐证[22]: 2006 年 4 月 17 日沙尘暴

样品没有检测到白云石的存在, 与鄂尔多斯源干旱

区低白云石含量一致(图 6); 北京 2006 年春季总悬浮

物中含有大量的白云石, 可能来自北京附近干旱区. 

Nd-Sr 同位素端元混合计算表明北京现代风尘 50%以

上来自北京附近干旱区和鄂尔多斯干旱区(图 8(a)). 

北京附近干旱区和鄂尔多斯干旱区物质加入可能与

农业用地、过度放牧、水库截流等因素导致的地表裸

露有关.  

鄂尔多斯干旱区现代沙尘释放可能与全新世暖

期成壤作用积累的粉沙物质在环境变化时释放有关. 

黄土记录表明, 即使在冰期鄂尔多斯沙漠化到极致, 

也未有明显的低Nd 物质加入(图 10). 紧邻鄂尔多斯

干旱区下风向山西黄土中鄂尔多斯干旱区物质贡献

也不超过 30%(图 8(a)). 环县黄土剖面在 S1 层位相当

于 MIS5e/5d 阶段转换时有一次短暂而明显的 Nd 同

位素负漂移事件, Nd 值下降达 1.9 (图 10). Jahn 等[34]

报道了黄土高原东部佳县剖面 6 个样品, 其 S1-2 层位

Nd 达12.13, 而其他层位Nd 在10.2~10.6 之间, 可

能也捕捉到了这次 Nd 同位素负漂移事件. 黄土高原

西部曹岘剖面 MIS5e/5d 层位 Nd 同位素漂移没有这

么明显, Nd 值下降约 0.7[21]. 据此推断 MIS5e/5d 转换

阶段 Nd 同位素负漂移事件可能由鄂尔多斯干旱区沙

尘突然释放造成, 主要影响其下风向黄土高原中部

和东部. 端元混合图解表明 Nd 同位素负漂移事件中

鄂尔多斯风尘加入可达 50%以上(图 8(a)). MIS5e 为

末次间冰期最为温暖的阶段, MIS5e/5d为进入末次冰

期前幅度最大的一次变冷. 鄂尔多斯地区在 MIS5e

温暖时期成壤作用可能积累了一定量的粉砂物质 , 

然后在 MIS5e/5d 转换阶段环境恶化时集中释放出来. 

由于鄂尔多斯干旱区持续供沙能力有限, 虽然沙漠

化随着冰期到来持续加重, 也只能维持一次短暂的

粉尘释放, 表现为黄土 Nd 同位素负漂移. 鄂尔多斯

干旱区环境退化时大量的粉沙释放对现代沙尘治理

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全新世暖期强盛的夏季风作用

下, 鄂尔多斯干旱区土壤发育良好, 可积累大量粉砂

物质. 由于全新世晚期季风减弱, 或者人类活动, 鄂

尔多斯干旱区开始沙漠化, 释放出全新世早期积累

的粉砂物质, 并影响到北京地区. 虽然地质史上鄂尔

多斯干旱区粉砂释放非常短暂, 大约在数千年以内, 

但对人类历史来说, 已经是很长的时间尺度, 必将对

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长期影响. 如果鄂尔多斯干旱

区沙漠化由夏季风减弱造成, 则属于自然过程, 可以

采取相应的适应措施. 如果沙漠化由过度放牧和农

垦等人类活动造成, 则可通过适当的植被恢复方法

控制沙尘释放. 

3.4  长程传输亚洲风尘 

北太平洋沉积物与格陵兰冰雪中风尘颗粒较细, 

普遍<5 m, 指示长程高空搬运[12,19]. 北太平洋软泥

沉积、格陵兰冰芯、日本、加拿大、格陵兰和法国

阿尔卑斯的现代积雪中都检测到了亚洲风尘的地球

化学特征[19,32,54,75,79,80]. 北太平洋软泥虽然主要由亚

洲风尘组成[32], 但其 Nd-Sr 同位素并不落在任何潜

在源区之内(图 13). 北太平洋软泥Nd 值与青藏高原

北缘塔里木盆地、柴达木盆地和阿拉善干旱区<5 m

组分一致, 但其 87Sr/86Sr 偏低, 由环太平洋岛弧火

山灰加入所致[32]. 塔里木盆地风尘和火山灰混合模

式可较好地解释北太平洋软泥的 Nd-Sr 同位素特征

(图 13).  

塔里木盆地风尘和火山灰混合模式并不能完全

解释格陵兰风尘, 特别是夏秋季风尘的 Nd-Sr 同位素

组成(图 13). 塔里木盆地风尘-火山灰混合模式指示

格陵兰风尘中火山灰含量与北太平洋沉积物相当(图

13), 而高分辨率冰芯/冰雪中不可能每层都有火山灰

加入. 北部干旱区与撒哈拉/阿拉斯加/北美/格陵兰物

质的混合能更好地解释格陵兰风尘的 Nd-Sr 同位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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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北太平洋与格陵兰风尘硅酸盐组分 Nd-Sr 同位素物源混合图解 
北太平洋表层沉积物据文献[32]; 格陵兰冰芯与现代冰雪风尘以及撒哈拉/阿拉斯加/北美/格陵兰端元据文献[19, 42, 53, 54, 81, 82]; 端元混合

曲线计算据文献[21], 以 10%步长标注 

特征(图 13). Bory 等[53,54]认为格陵兰夏秋季低Nd 风

尘来自鄂尔多斯干旱区. 鄂尔多斯干旱区夏秋季植

被覆盖较好, 粉尘释放超过塔里木盆地干旱区显得

非常可疑. 撒哈拉、阿拉斯加、北美以及格陵兰本地

作为古老地盾, 都具有低Nd 值特征[19,31], 是夏秋季

低Nd 风尘的潜在物源. Bory 等[81]发现格陵兰边缘两

处冰芯灰尘Nd 值明显偏低, 达20 左右, 87Sr/86Sr 分

别为 0.748 和 0.739, 反映格陵兰本地物源. 气象学研

究表明, 5~8 月热带辐合带北移, 撒哈拉沙尘释放最为

活跃[83], 而亚洲风尘夏秋季活动则较弱. 法国阿尔卑

斯地区也成功检测到了撒哈拉风尘的低Nd 值信号[80]. 

最近 Hf 同位素研究也在格陵兰冰芯中检测到了撒哈

拉的贡献 [42]. 格陵兰夏秋季风尘通量约为春季的

10%[53], 撒哈拉/阿拉斯加/北美/格陵兰本地风尘因此

可能占据主导地位, 从而导致秋季风尘Nd 值偏低. 

3.5  源区物质演化与青藏高原抬升 

上述大量地球地球化学证据表明亚洲风尘来自

青藏高原北缘的广袤干旱区, 即塔里木盆地与阿拉

善干旱区. 祁连山-戈壁阿尔泰山之间阿拉善干旱区

和塔里木盆地干旱区物质 Nd-Sr 同位素大体呈现负

相关趋势(图 7(a)), 高Nd 值端元样品靠近干旱区北部, 

来自中亚造山带(天山-戈壁阿尔泰山)的剥蚀, 低Nd

值端元样品位置靠近祁连山-昆仑山-阿尔金山, 来自

青藏高原北缘山脉的剥蚀[74]. 高山过程被认为是产生

大量粉砂最重要的机制[14,16]. 中国北部和西部干旱区

主要由青藏高原北缘山脉和中亚造山带所围绕. 戈壁

阿尔泰山和祁连山的冰川剥蚀、寒冻风化、河谷深切

等高山剥蚀过程保证了黄土高原巨厚黄土堆积的粉

砂的主要供应[16]. 中国大部分地区黄土的Nd-Sr同位

素整体上组成一个负相关趋势(图 8(a)), 其高Nd值端

指向中亚造山带, 低Nd 值端指向青藏高原北缘山脉. 

因此, 亚洲风尘的最终物质来源为青藏高原北缘山

脉和中亚造山带, 具有二源性.  

亚洲风尘源区物质的二源性暗示在构造时间尺

度上, 源区物质可能随着剥蚀区的气候和构造变化

而演化, 并被黄土高原和北太平洋早中新世以来风

尘沉积的 Nd-Sr 同位素所记录 (图 14). 北太平洋中

部 LL44-GPC3 孔记录表明亚洲风尘约 15 Ma 以来Nd

值逐渐降低[43], 15~10 Ma之间下降幅度达 1.5 (图 14). 

黄土高原风尘也记录到 15~10 Ma 之间源区物质Nd

值剧烈下降了约 1.6. 与北太平洋记录不同的是, 黄

土高原风尘约 3 Ma 以来Nd 值有所回升. 黄土高原风

尘 Sr 同位素变化与 Nd 同位素变化正好相反(图 14), 

与中国黄土 Nd-Sr 同位素负相关性一致, 指出风尘二

源性来源. 风尘沉积对源区物质记录的最大挑战来

自源区迁移. 环县剖面 Nd-Sr 同位素表明风尘源区在

冰期-间冰期尺度上相对稳定(图 10). 地球气候系统 



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   2011 年  第 41 卷  第 9 期 
 

1227 

 

图 14  风尘沉积硅酸盐组分 Nd-Sr 同位素演化与深海底栖

有孔虫18O 比较 
黄土高原6.2 Ma以下Nd-Sr同位素据秦安剖面中新世黄土及剖面底

部风成来源细粒级湖相沉积物[21], 0~3 Ma 部分 Nd 同位素据黄土高

原黄土平均值[29], 0~7 Ma 部分 Sr 同位素据灵台剖面[84]; 北太平洋 

Nd 同位素据 LL44-GPC3 孔[43]; 深海底栖有孔虫18O 据文献[85] 

在冰期-间冰期尺度上变化巨大, 各项气候指标的变

化与千万年来的气候变化幅度相当, 冰期-间冰期风

尘物源稳定性暗示风尘物源在更长时间尺度上也可

能相对稳定. 黄土搬运路线和远距传输亚洲风尘均

为偏西风, 属于相对稳定的行星风系, 可以认为黄土

高原和北太平洋风尘源区在过去数千万年相对稳定.  

中亚造山带平均Nd 值约4.4, 青藏高原北缘山

脉平均Nd值约12.3, Li等[74]认为风尘源区物质Nd值

降低可能反映了青藏高原北缘山脉相对于中亚造山

带物质剥蚀量的增加. 物理剥蚀主要受相对高差、气

候和基岩特征等因素控制[86]. 中亚造山带和青藏高

原北缘山脉都整合了大量的岩石类型, 且新生代火

成岩极少, 其平均岩石组成在过去几千万年变化不

大, 控制其相对剥蚀量变化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气候

变化和构造抬升.  

源区物质Nd 值降低与晚新生代全球变冷似乎具

有一定关联性(图 14). 全球变冷往往伴随着雪线下降

和高山冰川生长, 而冰川是最为剧烈的剥蚀营力之

一[87]. 全球气候在 15 Ma 以前相对较暖, 雪线较高, 

青藏高原北缘和中亚造山带可能均无冰川发育(图

15(a)). 15~10 Ma期间南极冰盖生长[85], 全球温度和雪

线下降, 如青藏高原北缘山脉较高, 和现代情况类似, 

则可首先发育冰川(图 15(a)), 导致剥蚀量剧增, 风尘

Nd 值剧降. 剥蚀量增加可能也导致了 LL44~GPC3 孔

15~10 Ma 风尘通量的增加[30]. 随着新生代气候进一

步变冷, 特别是第四纪北半球大冰期的到来, 中亚造

山带局部也可能开始发育冰川(图 15(a)), 中亚造山带

相对剥蚀有所回升, 导致从红粘土到黄土Nd值有所回

升而 87Sr/86Sr 比值有所下降(图 14), 同时也可能伴随

着 Pb 同位素[44]、石英氧同位素[88]以及元素组成的系

统变化[89]. 第四纪以来大规模冰川磨蚀也可能导致了

北太平洋和黄土高原风尘通量的急剧增加[12,26,30]. 

中亚造山带相对高度降低或者青藏高原北缘的

抬升也可以增加青藏高原北缘的相对物质贡献. 地热

史证据表明中亚造山带 15 Ma 以来没有降低[90]. 风尘

源区Nd 值降低可能反映了 15 Ma 万年以来青藏高原

北缘的不断抬升过程(图 15(b))[74], 与热年代学证据趋

于一致[91,92], 晚于青藏高原中部和南部抬升[93,94], 符

合最新的青藏高原抬升的动力学模型[93,94]. 基于风

尘源区Nd 值降低和物理侵蚀与相对高差的简化关 
 

 

图 15  全球变冷(a)与青藏高原北缘抬升(b)导致风尘物质 Nd 同位素演化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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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86], Li等[74]算出青藏高原北缘 15 Ma以来抬升了约

1750 m, 平均 0.12 mm a1. Ritts[91]根据有孔虫组合发

现阿尔金山一处现海拔为 1400 m 的地方 15 Ma 前在

海平面以下, 可以推算出抬升速度约 1 mm a1, 与 Li

等[74]研究接近. 青藏高原东北河谷深切和山脉侵蚀

速度约 0.09~0.25 mm a1[95], 指示山脉抬升速度也在

接近的范围内. 

4  结论与展望 

亚洲风尘物源示踪使用了很多地球化学方法 , 

但深入系统的研究工作还较少. 全面的研究必须同

时调查风尘沉积物、现代风尘与所有潜在源区的物质

特征, 仔细考察并分辨所用地球化学指标背后的地

质意义和多解性, 谨慎度量风力分选、沉积成壤作用

以及样品前处理所带来的不确定因素. 从研究趋势

看, 样品前处理逐步从全岩全粒级转变为特定组分

(如稳定的硅酸盐组分)和特定粒级, 发展到单矿物的

地球化学阶段. 碎屑单矿物, 特别是石英等主要造岩

矿物的地球化学组成物源指示明确, 不受风力分选

和成壤作用影响, 但单矿物示踪指标的基本原理和

研究程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由于干旱区, 特别是戈

壁沙漠, 粗粒级部分非常不均一, 局地性特点明显, 

在潜在源区研究中, 强烈建议选取细粒级组分.  

Nd-Sr 同位素、碳酸盐矿物含量与元素地球化学

组成、石英结晶度和 ESR 信号的研究相对系统, 地球

化学原理较为清晰, 对亚洲风尘物源的认识也差别

不大. 这些证据表明亚洲风尘各潜在源区内部细粒

级组分相对均一, 各潜在源区之间有实质的物质差

别, 主要受控于干旱区周边剥蚀区的地质背景. 众多

证据显示黄土高原黄土来自祁连山-戈壁阿尔泰山之

间的广袤干旱区, 包括河西走廊、黑河下游巨型冲击

扇、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和戈壁沙漠. 祁连-

戈壁阿尔泰干旱区周边中亚造山带和青藏高原北缘

祁连山的高山剥蚀过程保证了充足的粉砂供应. 鄂

尔多斯干旱区不是黄土高原黄土的主源区, 与鄂尔

多斯地区缺少制造粉砂物质的高山过程有关. 中国

黄土与其邻近上风向干旱区物质类似, 指示以地面

盛行风向为主的短距离近源搬运, 与黄土含大量粗

粒级颗粒契合. 亚洲现代风尘物源在时间上和空间

上均有显著变化, 与沙尘事件之间起源区与传播路

径不同以及搬运过程中的物质交换有关. 北京现代

风尘物源与地质时期风尘(黄土)差别明显, 其中 50%

以上来自风尘搬运路线中鄂尔多斯干旱区和北京附

近干旱区物质的加入, 可能与人类活动导致的地表裸

露有关. 鄂尔多斯干旱区在全新世暖期成壤作用积累

了大量粉砂物质, 并随着全新世晚期沙漠化过程集中

释放. 科学规划鄂尔多斯干旱区和北京附近地区土地

利用可能会显著减少北京地区大气风尘微粒.  

潜在源区 Nd-Sr 同位素研究证实塔里木盆地干

旱区是北太平洋远距传输亚洲风尘的主要物源. 发

现戈壁沙漠可能是格陵兰冰芯 /冰雪中风尘的亚洲

端元, 但需要气象学证据进一步支持. 北太平洋和

黄土高原风尘沉积记录表明约 15 Ma 来风尘源区物

质Nd 持续降低, 反映青藏高原北缘山脉相对中亚造

山带剥蚀量逐渐增加, 与青藏高原北缘抬升或者随

着全球变冷青藏高原北缘首先进入冰冻圈有关, 并

预示青藏高原北缘抬升至少开始于 15 Ma 或者 15 

Ma 时青藏高原北缘就已经达到现代中亚造山带的

高度.  

青藏高原抬升与亚洲风尘物质的产生与搬运过

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图 16). 青藏高原抬升伴随高

山剥蚀并通过驱动全球变冷[96]促进冰蚀作用, 为风

尘提供了充足的粉砂物质. 一般认为高原抬升为亚

洲内陆干旱化的创造了条件[97]. 高原抬升使西风急

流分为南北两支, 其北支紧贴青藏高原北缘极端干

旱区, 使亚洲风尘远距传输成为可能. 青藏高原抬升

还可能增加了亚洲风尘释放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

度. 由于强烈风蚀, 亚洲风尘源区处于细粒物质缺乏

状态, 沙尘释放多发生于粉砂物质丰富的现代河流

冲积扇上[98]. 主要风尘源区在现代间冰期相对温暖

潮湿的环境下已为极端干旱区, 源区冰期-间冰期干

旱度变化可能对风尘释放影响不大, 细粒级物质的

供应量才是控制风尘释放量的主要原因. 冰期雪线

下降, 冰蚀作用加强, 制造大量粉砂物质, 可能是冰

期风尘通量增加和大量黄土堆积的原因. 中国黄土

高原和北太平洋风尘通量的增加正好与 3.6 Ma 以来

北极冰盖的生长和全球变冷同步[97]. 另外粉尘本身

作为铁营养可以刺激海洋生物生产力, 降低大气CO2

含量. 从而进一步驱动全球变冷、冰川磨蚀和粉尘释

放, 组成一个正反馈循环[5], 增加了第四纪气候系统

的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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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亚洲风尘系统与青藏高原抬升关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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